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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在高质量发展这一新理念下不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是现阶段亟需探究的重要问

题。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理论假设，利用我国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

的省际面板数据逐一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第一，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

系，数字经济规模占 ＧＤＰ 比重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就会增长约 ０． ６ 个百分点，
利用工具变量（网民覆盖率和固定电话年末用户数）、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以及更换被解释变量多

种方法，回归结果均显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第二，进一步分析发现，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地区数

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为强烈和显著。 影响路径方面，数字经济对于创新发展和绿色

发展均显著为正，且对分项指数的促进作用要大于高质量发展总体指数。 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

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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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依托互联网，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众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数字经

济快速发展。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经济更加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在促

进经济快速恢复以及我国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发挥出了重大作用。 数字经济不仅关系到我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中的产业转型升级，其也将成为未来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引擎（彭刚和赵乐新，２０２０［１］ ）。 另一方面，我
国经济发展的理念已发生了巨大转变，由主要渴求经济总量和增速，转向对高质量发展的追求，更加强调经

济增长的内在质量。 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 ２０２０ 年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规模突破 １００ 万亿大

关，但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引发了要素资源浪费、经济效率不高、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那么，数字经济作为

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能否有效推动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成为当下亟须关注的重要研究议题。
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及其测度的研究较为丰富。 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质量

内涵进行了探讨。 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视角，发展质量应以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

则，既包括物质性需要，也要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金碚，２０１８［２］）。 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高质量发展是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高度聚合（田秋生，２０１８［３］；杨伟民，２０１８［４］ ）。 从宏微观的角度，
高质量发展应是微观重视产品质量提高、中观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宏观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

济效益为核心（任保平和何苗，２０１９［５］）。 在测度方面，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达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决定

了其在统计核算、量化分析上极其复杂。 归纳起来，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来构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统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詹新宇和崔培培，２０１６［６］；方大春和马为彪，２０１９［７］ ），并以此对其发展状况进

行衡量，也有部分测度研究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拓展补充（魏敏和李书昊，２０１８［８］；李金昌等，２０１９［９］；



赵涛等，２０２０［１０］）。
从实证层面直接探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其中一个难点在于对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的测度。

Ｇ２０ 把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

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即以数字技术方式进行生产的

经济形态（李长江，２０１７［１１］）。 但是，由于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涉及领域跨越行业和地域限制，
与传统经济的统计口径、产业分类体系具有一定交叉性而较难测度（徐清源等，２０１８［１２］ ）。 目前对数字经济

发展状况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构建数字经济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相关方法来合成得到综

合得分，包括 ＩＴＵ①、腾讯、阿里、财新等大型机构或平台企业发布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二是测度数字经济的

总量规模，但各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包括生产函数法（ＣＡＩＣＴ，２０２１②；彭刚和赵乐

新，２０２０［１］）、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测算方法（康铁祥，２００８［１３］ ）以及基于数字经济行业分类的测算方法（许宪

春和张美慧，２０２０［１４］）。
围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目前大部分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刘淑春（２０１９） ［１５］ 认为，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荆文君和孙

宝文（２０１９） ［１６］则从宏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其中微观层面通过规

模经济、范围经济、长尾效应优化供需匹配，宏观层面通过新的投入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

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丁志帆（２０２０） ［１７］ 进一步引入中观层面，立足“微观 － 中观 － 宏观”框架分析了数字

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此外，李辉（２０１９） ［１８］、张鸿等（２０１９） ［１９］、温军等（２０２０） ［２０］、郭晗（２０２０） ［２１］、
任保平（２０２０） ［２２］等诸多学者均对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进行了研究。 实证方面考察数字经

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目前还并不多。 赵涛等（２０２０） ［２３］ 引入创业活跃度，利用我国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城

市数据分析认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 张腾等（２０２１） ［２４］ 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省级数据，通过空

间计量模型实证得出同样的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多为理论研究，实证层面的研究较少，这主要是因为

对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的测度，特别是省级层面仍然还存在较多问题。 本文将利用各地区投入产出表来测度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以此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并通过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来测算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以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参考。

二、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前所述，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呈现多维特征，因此，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广泛体

现在复杂经济体中的各个层面。
在微观层面，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经济主体生产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匹配机制等路

径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发挥作用（荆文君和孙宝文，２０１９） ［１６］。 其中，规模经济是指随着微观主体生产规模

的扩大，平均成本不断下降。 但实际中，企业的平均成本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Ｕ 型结构。 一方面，数字经

济赋能传统企业生产，会提高研发投入、设备升级等数字化转型造成的固定成本，但同时由于技术、工艺等的

提升，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这意味着企业在更大的规模上方能实现最优生产。 另一方面，数字新兴企业符

合梅特卡夫法则，是规模经济的，同时也是范围经济的。 范围经济指企业同时生产多种产品时，成本低于单

独生产每种产品成本的总和。 不同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实现来自于产品间的关联性，而数字化有助于打

通企业产品间的关联性，通常表现为整合的数字营销、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等。 如淘宝增加一个用户的成本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是规模经济的；另外，淘宝、支付宝、菜鸟、闲鱼等阿里巴巴生态服务同时开发运营的效益远

高于独立开发运营，即是范围经济的。 因此，无论是数字化转型的传统企业，还是数字化新兴企业，都倾向于

更大规模、多种经营，这是在供给侧向高质量迈进。 另外，数字经济背景下，理论上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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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２０１７ 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中的 ＩＣＴ 发展指数（ＩＤＩ）。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ＣＡＩＣＴ）２０２１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数字经济测算框架部分。



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互联网、大数据能够为供需双方实现精准匹配，因此价格更趋近于完全竞争的帕

累托最优状态。 同时，消费端的多样化需求也能够得到更及时的反馈，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良性互动，促
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中观层面，借助于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产生一系列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能够极大地节约时空成本，提升生产效

率；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具有高创新活跃度、外溢效应显著等特点（丁志帆，２０２０） ［１７］；数字经

济与传统的农业、制造业、教育医疗等服务业深度融合，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还能够推进现代农业、智能制造、远程教育和医疗等新业态的发展，同时也有助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绿色

发展；最后，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商业模式也有助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如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能够实现供

需动态平衡，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在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数字经济能

够调整要素配置结构，增加数据资产这一新要素，实现动力变革。 传统的要素投入主要来自于资本、劳动、土
地和技术，伴随数字产业化，数字生产资料（数据资产）逐渐成为通用性资产，其作为要素供给新方式，能够

倍增新动能、增进社会财富、优化财富分配（姜琪等，２０２１） ［２５］。 数据要素在整个经济社会的无形跨域流动，
掌握了其中的信息，无异于掌握了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状态，为国家、企业、个人的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依

据，有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数字经济发挥其创新优势，有助于提升要素供给质量和效率、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 数字生产资料不仅能够直接投入生产，还可以与资本、劳动、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有机融合，提高

传统要素的供给质量和效率。 再次，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工业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体现在地区、城乡、产业间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扩大，
发展成果不能由全民共享等。 数字经济背景下，地理条件限制被打破，一方面，借助于互联网，中西部地区具

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可以被更充分地挖掘和利用，同时中西部地区也能够利用发达地区乃至国外的优势

要素，实现开放式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的现代物流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和支付渠道，能够满足

中西部地区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要。
据此，提出本文的基础研究假设 １：
Ｈ１：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二）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

在与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中，创新被多次提及，这表明创新无论是在数字经济或是高质量

发展中都有重要的地位。 数字经济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本身就是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涌

现了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共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数字创新技术（陈晓红，２０１８） ［２６］，
理论上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与其他领域紧密融合，以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
宋洋（２０２０） ［２７］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均产生促进作用，
同时，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 张森等（２０２０） ［２８］ 指出，数字经济发展的

关键就在于持续创新，须由创新来引领和驱动其向纵深迈进。 可见，创新与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仍

较为模糊，需要进一步探讨。
创新具体表现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新，因其高风险、高投入而门槛较高。 对于企业而言，创新主要包括

产品研发创新、制造工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借助于数字经济赋能。 一方面，企业能够更及时地掌握前沿

技术信息和消费者需求动向及时调整研发目标和商业模式以降低风险，以及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缩短研发

周期、创新制造工艺和生产线以实现智能制造。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授信，为中小

企业乃至个人的创新研究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有助于中小企业、个人创新活动的开展。 对于政府来说，数
字经济时代需要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数字治理能力，如实现“一网通办”，降低纳税人办事成本，提高纳税人

的生产效率；另外，创新智慧城市建设，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生活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

要，助推高质量发展。
因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２：
Ｈ２：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创新，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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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使得资源环境问题成为我国发展

的最大挑战（胡鞍钢和周绍杰，２０１４［２９］）。 因此，绿色发展首次被写入“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纲要再

次强调了绿色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要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数字经济作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分析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本就是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形态，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能够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由粗

放式高消耗的生产转变为集约式节能减排的生产；同时，高效的数字化生产能力还可以通过产业替代挤压传

统高污染产业的发展空间，倒逼数字化改造，降低环境压力。 从供给来看，５Ｇ 等数字新基建带来的智能电网

和物联网能够提高电气的能效，进而改善能源结构，智慧城市能够减少交通拥堵，同时企业能够通过对生产

数据的精准把控布局，高效地安排生产。 需求方面，数字技术能够打破地域和时间限制、简化交易流程、减少

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由所有权交易转变为使用权交易、按需付费，提高产品的利用效率，如共享无

人车、共享单车等。 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的无形跨时跨域流转会引起资源消耗的大幅度减少。
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３：
Ｈ３：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

三、研究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为研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参考赵涛等（２０２０） ［２３］、宁朝山（２０２０） ［３０］ 等研究，结合前述理论

假设，建立以下面板数据模型：
ＨｉｇｈＱｕａｉｔ ＝ α ＋ βＤｉｇｉｔａｌＥcｏ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ηｉ ＋ δｔ ＋ 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 ｉ 代表各个省份，下标 ｔ 代表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ＨｉｇｈＱｕａｉｔ 代表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cｏｉｔ 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代表控制变量的组合， ηｉ 和 δｔ 分别表示

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在验证假设 １ 的基础上，为验证假设 ２ 和假设 ３，即验证数字经济能否促进经济创新、绿色发展，将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与创新发展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进行回归：
ＨｉｇｈＩｎｄｅｘｉｔ ＝ α ＋ βＤｉｇｉｔａｌＥcｏ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ηｉ ＋ δｔ ＋ εｉｔ （２）

其中， ＨｉｇｈＩｎｄｅｘｉｔ 分别表示创新发展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
（二）变量选择与测度

１． 被解释变量：高质量发展水平。 参考詹新宇等（２０１６） ［６］、方大春等（２０１９） ［７］、李金昌等（２０１９） ［９］ 的

研究成果，借助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包含 ５ 个维度 ２０ 个指标。
在指标体系构建时主要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完整性和指标数值的实际区分度，侧重选择结果指标，最后通

过熵权法合成为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采用潜在产出法中比较常用的 ＤＥＡ －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法，以 ＧＤＰ 为产出，以资本和劳动为投入计算而得；产业结构合理化采用干春晖等（２０１１） ［３１］

对泰尔指数的重新定义，将泰尔指数与结构偏离度结合，其值若不为 ０，则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产
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波动率用 ＧＤＰ 增长率的变动率予以表征；社会不安定指数采用李金昌等（２０１９） ［９］ 的做

法，将失业率与消费者物价指数（ＣＰＩ）结合，二者都是负向指标，可以综合测度人民群众来自就业和消费两端

的压力，同时考虑到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动幅度较小，调查失业率数据不完整，因此与 ＣＰＩ 结合兼具有完整

性和区分度；最后，城乡收入差距为城镇与农村可支配收入之比，这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表 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方向

创新发展

创新投入 规模以上 Ｒ＆Ｄ 经费占 ＧＤＰ 比重
规模以上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
＋

创新成果 人均国内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批准量）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ＧＤＰ 比重

＋
＋

创新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ＴＦ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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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方向

协调发展

省域协调 地区人均 ＧＤＰ 占全国比重 ＋

城乡协调 二元对比系数
二元反差系数

－
－

产业协调 产业结构合理化 －
经济稳定 经济波动率 －

绿色发展
节能减排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单位 ＧＤＰ 污水排放数
单位 ＧＤＰ 大气污染程度

－
－
－

绿色生活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开放发展
外商投资 实际利用外资占 ＧＤＰ 比重 ＋
文化交流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 ＋

共享发展
医疗教育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平均受教育年限
＋
＋

收入分配 社会不安定指数
城乡收入差距（城镇 ／农村）

－
－

　 　 ２．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省际层面测算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以往研究主要利用综合评价方
法，但会涉及到评价体系构建、评价指标选取、指标权重确定和结果合成等诸多问题。 本文参考康铁祥
（２００８） ［１３］的研究，利用各地区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各省或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并结合对应年份的 ＧＤＰ 数
据构建衡量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由于投入产出表 ５ 年编制一次，编制年份以外的数据采用通信
和信息技术部门的平均增速插补，再进行测算得到。 根据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 年的投入产出表，选择通信
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部门作为通信部门，选择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部门作为信息技术部
门，通过直接和间接增加值两部分衡量数字产业部门对 ＧＤＰ 的贡献，即：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 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
ＧＤＰ ＝ ＤＶＡ ＋ ＩＶＡ

ＧＤＰ ＝ ＤＶＡ ＋ ＩＶＡ
ＴＶＡ （３）

由于计算的是相对水平，已不包含价格因素。 其中， ＴＶＡ 为增加值合计，可直接使用投入产出表中最初
投入部分数据； ＤＶＡ 是直接增加值，为通信部门增加值与信息技术部门增加值之和； ＩＶＡ 为间接增加值，利
用间接增加值比 ｒＩＶＡ 计算数字经济产业部门作用于其他部门的间接增加值，即：

ＤＶＡ ＝ ＶＡ通信部门 ＋ ＶＡ信息技术部 （４）
ＩＶＡ ＝ ｒＩＶＡ × （ＴＶＡ － ＶＡ通信部门 ＋ ＶＡ信息技术部） （５）

其中， ＶＡ 表示对应的产业部门增加值； ｒＩＶＡ 是运用中间投入的数据计算而得的数字经济产业部门与其
它部门的一个权重关系，可以运用到增加值的计算中。 ｒＩＶＡ 计算如下：

ｒＩＶＡ ＝
ＩＩ通信部门对其他部门 ＋ ＩＩ信息技术部门对其他部门

ＴＩＩ － ＩＩ通信部门对其他部门 － ＩＩ信息技术部门对其他部门

（６）

其中， ＴＩＩ 为中间投入合计， ＩＩ 为对应部门的中间投入，有：
ＩＩ通信部门对其他部门 ＝ ＩＩ通信部门对所有部门 － ＩＩ通信部门对自身 － ＩＩ通信部门对通信部门 （７）

ＩＩ信息技术部门对其他部门 ＝ ＩＩ信息技术部门对所有部门 － ＩＩ信息技术部门对自身 － ＩＩ信息技术部门对信息技术部门 （８）
由此，便计算出了数字经济的规模。
３． 控制变量。 为了尽量避免遗漏变量问题对结果的影响，结合滕磊和马德功（２０２０） ［３２］等学者相关的研

究成果，选取固定资产投资 （ ＩＮＶ ）、财政支出 （ ＦＥ ）、人力资本投入 （ ＨＵＭＡＮ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ＧＤＰ ）、对外开放（ ＯＰＥＮ ）作为控制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其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对调整经济结构、
增强经济实力以改善人民生活有重要意义；财政支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处用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表征；人力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高水平的劳动力供给能够优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益，本文用人均教育
支出来反映人力资本投入；对外开放用外贸依存度表示。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全国各省份（由于数据缺失较多，不含西藏）的宏观省际面板数据，主要
整理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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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部分数据来自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及各省统计局官方网站，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全。 表 ２ 报告了主
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标准差 最小值 均值 最大值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 ３３０ ３． ３４４ １． ６５５ ５． ４５５ １５． ６２６
ＨｉｇｈＱｕａ ３３０ ８． ０６８ ２８． ３３ ４８． ３２３ ７３． ４５１
ｌｎＩＮＶ ３３０ ０． ９１５ ６． １８ ９． ０９８ １０． ９１９
ＦＥ ３３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８７ ０． ２２８ ０． ６２７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３３０ ０． ４９５ ６． ３３５ ７． ４６ ８． ６５９
ｌｎＧＤＰ ３３０ ０． ５４１ ８． ９５９ ０． ４１４ １１． ８３２
ＯＰＥＮ ３３０ ３． ３４４ １． ６５５ ０． ２８２ １５． ６２６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报告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间关系的基准回归结果。 在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后，首先选择使
用普通最小二乘和带有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的 ＬＳＤＶ 作为基准分析结果。 在逐步控制年份和省份固定效
应、固定资产投资、人均 ＧＤＰ、人力资本投入等一系列经济变量之后，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皆存在显
著的正向关系。 数字经济规模占 ＧＤＰ 比重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就会增长约 ０． ６ 个百分
点，本文的核心假设 １ 得以验证。 其中，ＬＳＤＶ 控制了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异方差和
自相关问题，分析结果更具可靠性。 如表 ３ 第（４）列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和 ＧＤＰ 对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较为
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更高的 ＧＤＰ 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更大规模的投资也有助于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 其他经济变量在控制了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后不显著或为负，可能是因为影响路径较长，不
易识别。

表 ３　 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
１． ５８３∗∗∗ ０． ５９１∗∗∗ ０． ７１６∗∗∗ ０． ５５６∗∗∗

（０． １０１） （０． ０７７） （０． １２８） （０． １５９）

ｌｎＩＮＶ
－ ０． １５５ ２． ０６３∗

（０． ２６１） （１． １０８）

ｌｎＧＤＰ
７． ５３８∗∗∗ ４． ３８９∗∗

（１． ４６５） （２． ０５５）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４． ６１∗∗∗ ２． ９６８
（１． ５０３） （１． ９９１）

ＦＥ
－ ３０． ０６７∗∗∗ － １７． ９０７∗∗

（４． １８） （７． １３３）

ＯＰＥＮ
－ ３． １５８∗∗∗ － １． ０１３
（０． ８９） （１． ７６５）

常数项
３９． ６９１∗∗∗ － ５８． ９２５∗∗∗ ０． ４９５∗∗∗ － ３０． ７９
（０． ６４３） （５． ４８４） （０． ０２） （１８． ７８８）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３ ０． ８６８ ０． ９５ ０． ９６１

　 　 　 　 　 　 　 注：括号内为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 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１． 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 本文研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中，数字经济规模与高质量发
展水平指数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省域数字经济规模越大，其高质量发展水平可能更高；同时如果一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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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说明该省创新能力越强、技术效率越高、资本越充足，也就更有条件进行数字经济相

关产业的投入，即有助于数字经济规模的扩大，这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 在数据可获得的前提下，选择网民

覆盖率和固定电话年末用户数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原因在于：一是网民覆盖率、固定电话年

末用户数与高质量发展发展水平无直接关系；二是二者与数字经济规模高度相关，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网络互联，而固定电话用户数会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减少；三是二者与控制变量无直接关

系，即使后者存在内生性，也不会影响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的估计。 将二者纳入 Ｈａｕｓ⁃
ｍａｎ 检验，拒绝了解释变量全为外生的原假设，说明加入两个工具变量后比原模型更好。 加入控制变量后使

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如下表 ４ 中（１）列所示，可以看到，与原模型的结果一致。
２． 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 考虑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施加影响需要一定时间，高质量发展水平可能

存在滞后特征，引入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的滞后项把握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趋势。 表 ４ 第（２）列采用系统

广义矩估计方法，并选用合适的滞后阶数和工具变量个数来修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结果表明，数字经

济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作为假设 １ 的稳健性检验。 同时，两个动态回归的结果都通过了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 Ｂｏｎｄ 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 Ｈａｎｓｅｎ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具有可信性。
３． 更换被解释变量数据。 为进一步确保实证结论的稳健性，选取不同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数据作

为新的被解释变量，对模型重新估计。 表 ４ 中分别采用师博和任保平（２０２０）、方大春和马为彪（２０１９）、鲁邦

克等（２０１９）测度的高质量综合发展水平替换本文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由于不同高

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取值范围不同，系数差异较大，但结果的统计显著性是一致的，即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

的正向关系是显著的，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１。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２ＳＬＳ ＧＭＭ 高质量 １ 高质量 ２ 高质量 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
１． １５１∗∗∗ ０． ５８８∗∗ ０． ００７∗∗∗ １． ６４８∗∗∗ ０． ０４４∗∗∗

（０． ２６３） （０． ２６６） （０． ００２） （０． ２２） （０． ０１３）

ｌｎＧＤＰ
５． １６８∗∗∗ １５． ９０８∗∗∗ ０． １４８∗∗∗ １１． ５１７∗∗∗ ０． ７７∗∗∗

（１． ８８６） （５． ０２４） （０． ０３９） （２． １２１） （０． ２２２）

ＦＥ
－ ３２． ８５１∗∗∗ １１． ４１７ － ０． ２８３∗∗∗ － ２３． ２８２∗∗∗ － １． ４６９∗∗

（４． ６２８） （１６． ８３４） （０． ０８９） （６． １２９） （０． ６６７）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６． ０２３∗∗∗ － ８． ８６７ － ０． ０２９ １． ４２８ ０． １５５
（１． ７２２） （５． ５２８） （０． ０３８） （２． ０７６） （０． ２４２）

ＯＰＥＮ
－ ６． ３８∗∗∗ － ５． ７０３∗ ０． ０４１∗∗ ４． ７９７∗ ０． ３７７∗∗

（１． ７２） （３． ０７９） （． ０２１） （２． ６３５） （０． １６）

ｌｎＩＮＶ
０． ０１９ ０． ７３３ － ０． ０１ － １． ９３６∗∗∗ － ． ２３４∗∗∗

（０． ２８９） （１． １５９） （０． ００６） （０． ５８４） （０． ０６６）

常数项
－ ４７． ８∗∗∗ － ７３． ４３４∗∗∗ － ０． ７７４∗∗∗ － ９９． ０４９∗∗∗ － ７． １４８∗∗∗

（７． ６６６） （２１． ４２９） （０． １４４） （９． ４２６） （０． ８４）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４７ ０． ７０９ ０． ８５ ０． ７
ＡＲ（２） ０． １４５

Ｈａｎｓｅｎ ｔｅｓｔ ０． ９１４

五、异质性和影响路径分析

（一）区域异质性分析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数字经济规模有很大差异，因此，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

区域异质性。 本文将全国的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并分别进行前述回归分析，以进一步考察各地区数

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之间的联系。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
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数据缺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回归结果如表 ５ 中的第（１）（２）（３）列所示。 不难看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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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 主要表现在，对于中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规模的扩大能够极为显著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
东部地区而言，促进作用较中部地区略弱；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则无明显促进作用。 究其原因，是与我国东、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资源优势有关。 我国东部地区作为重要的交通口岸，经济发展起步早，发展迅速
具有“先发优势”。 早在 ２００７ 年，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占 ＧＤＰ 比重已经超过 ８％ ，远超中西部地区，经
济也更早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如中部地区显著。 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比东
部地区起步略晚，在区位上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正处于数字经济红利的释放阶段，因此数字经济对高质
量发展的正向作用非常显著。 西部地区经济起步晚、基础薄弱，数字经济的发展尚处于与产业融合的初期，
因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二）影响路径分析

上述讨论虽然证实了数字经济能够在整体上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并不能确定是何路径发挥了作
用。 为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本文所关注的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可能的影响，本文在创建高质量发展指标
体系的同时，将 ２０ 个指标按照新发展理念划分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方面，并利用其中的
“创新”和“绿色”两方面生成“创新发展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将其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放入前述模型
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 ５ 中（４）（５）列回归结果。

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于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规模不
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创新和绿色发展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印证了本文的假设 ２ 和 ３。 也就是说，
发挥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与以往粗放的发展模式有着显著的不同，推动数字经济新动能纵深发展符合国家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也有助于美丽中国的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表 ５　 作用机制与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１）

中部地区
（２）

西部地区
（３）

创新发展
（４）

绿色发展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 ０． ４９５∗ ０． ７７∗∗∗ ０． ０７９ ０． ７８４∗∗∗ ０． ８２４∗∗∗

（０． ２８６） （０． ２７６） （０． ２５６） （０． ２８２） （０． ２２７）

ｌｎＧＤＰ － ３． ０４６ ５． ２１３ ８． ５７５∗ － １． ９３１ － ． ２８７
（４． ８７７） （３． ６７） （４． ５８８） （１． ４８２） （１． ０３４）

ＦＥ ３． ２７５∗∗ ０． ４５８ １． ５０１ １． ８３１ ４． ２７９
（１． ５２２） （１． ５１） （２． ０９６） （４． ６９） （３． ７６６）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２１． １３１ － ５７． ４３２∗∗ － １１． ４７８ － ５０． ６１１∗∗∗ － ２６． ５８６∗∗

（３３． ５１７） （２６． ７０２） （８． ５２５） （１４． ６１７） （１１． ４４３）

ＯＰＥＮ ５． ９１２ ５． ０３ － ３． １２７ － １． １１８ ６． ７０５
（４． ２８４） （３． １８２） （２． ７７７） （４． ２９５） （４． ３０１）

ｌｎＩＮＶ － ３． ８２３ １１． ９９３ １１． ９３５∗∗ － ２１． ７５２∗∗∗ ５． ５８５∗

（２． ５１２） （７． ５９６） （５． １４７） （４． ８２４） （２． ９５３）

常数项
２０． ９６６ － ４３． ６０２ － ３８． ４８６ ４９． ５５２ － ２４． ９１１

（５９． ７４１） （３０． ４０７） （３０． ７７７） （３５． ３４５） （２５． ６８）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１ ８８ １２１ ３３０ ３３０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９４１ ０． ９５２ ０． ９４４ ０． ９４４ ０． ９３２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提出了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假设；然后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构建了 ５ 个维度
２０ 个指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历年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测算数字经济规模
来衡量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后，利用测算得到的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
析方法对相应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第一，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变量后，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经济规模占 ＧＤＰ 比重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高质量发展水平指
数就会增长约 ０． ６ 个百分点，利用工具变量、不同估计方法、不同数据的回归结果仍然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第
二，具体来看，数字经济对于创新和绿色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著正向的，这表明数字经济是符合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是环境友好的，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显著不同于以往粗放的发展模式；第三，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显著，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为强烈和显著，表明不同地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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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发挥的作用效果不同。 本文研究整体表明：在我国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不仅不相悖，反而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围绕上述目标，政策制定层面未来需要注重

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核心的 ＩＣＴ 产业。 引导各行业企业、国家部门单位实现

“云、网、端、平台”数字资源协同整合，以进一步扩大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同时，重视数据资产这一新要素的
挖掘、管理和应用，带动国民经济重心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移，为数字经济新动能助推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帮助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在研
发、管理、生产等全过程的渐进式数字化升级改造，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
逐步实现技术创新驱动、生态环境友好型发展，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

第二，数字经济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 应重视欠发达地区的数

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进行适时适当的政策倾斜，完善地区间和城乡间协同或帮扶政策，稳步实现地区、
城乡协调发展，避免数字鸿沟拉大；同时，鼓励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学习、调研、试点和应用数

字经济新兴领域，并对外推广自身优势区位、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主动式、多元化、开放型
发展，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新思路。

第三，构建和完善与数字经济时代相适应的治理体系。 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监督与管理，明确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构建合理的制度环境。 尤其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资产权责归属界定、隐私保护、乃至国家数据
安全等诸多问题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收集、管理和利用数据资产的方式，让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充分涌流，为数字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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